
　

包容型领导风格对县乡基层干部主动
变革行为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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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县乡基层干部是政策落实与基层变革的桥梁,能够有效推动社会治理创

新,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本研究基于资源保存理论,探讨包容型领导推动县乡干部

主动变革行为的内在机制和边界条件。 本研究以上海市 A 区的县乡干部为研究对

象,基于 212 份有效问卷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包容型

领导对县乡干部主动变革行为具有正向影响,差错管理氛围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
包容型领导对差错管理氛围的正向影响受到上级变革期望的负向调节,差错管理氛

围对主动变革行为的正向影响受到风险规避的正向调节。 研究为当前培养政府部

门领导干部提供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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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在当前变革创新引领发展的全球格局中,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成为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核心命题。 作为政策方向引领、要素资源聚集、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途径,政
府深化改革对驱动新质生产力的跃升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县乡基层领导干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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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府改革落地的关键主体,其能够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进行创造性

执行(鲁宇等,
 

2023),并通过资源编排、流程优化等方式实现政策内容再生产,对政

策及改革任务的实施效果产生直接影响。 《2024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将“大力

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列为政府工作重点任务,对广大基

层干部的主动变革与担当行为提出了更高要求。 已有研究发现,组织中的主动变革

行为能够促进个体绩效的提升( Janssen,
 

2004) 及组织运转效率的提高( Yuan
 

and
 

Woodman,
 

2010),从而有效回应了高质量发展阶段对政府部门组织与个体层面的变

革需求(汪曲和许愉,
 

2022)。 因此,如何激励县乡基层领导干部持续做出主动变革

行为,成为当前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重要议题。
不同于私营部门,政府部门高权力距离、结构集中化、高控制水平的组织特点使

得“对上负责、求稳为重”成为基层干部的主流心理状态。 为此,人们普遍认为在面

临变革风险担责与政治利益保护的冲突时,基层领导干部偏向于避责逻辑而非主动

变革。 这种观点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 无论是在作为

改革先锋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还是在资源相对匮乏地区,均有基层领导干部在创

造性推进各类政策和项目方面表现出色。 总的来看,基层干部的主动变革行为呈现

出较大差异。 鉴于政府部门的科层制组织特征,上级对下属具有决定性影响;加之

变革挑战性高、不确定性大,需要多方面资源,具有开放、支持及亲和性特征的包容

型领导风格可能是促使更多基层干部加入主动变革行列中的关键所在。
学者们主要基于角色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等框架探讨了员工主动变革行为的

多重影响因素:在个体层面,现有研究关注到主动性人格(高中华,2023)等因素;在
领导层面,则考察了真实型领导风格( Fu

 

et
 

al. ,
 

2022)、授权型领导(张正堂等,
 

2020. )等方面的影响;而在组织层面上,重点分析了感知组织支持( Homberg
 

et
 

al. ,
 

2019)、发展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唐春勇等,
 

2024)等因素的作用。 但现有研

究仍存在以下局限。 第一,学者们主要关注企业员工的主动变革行为及作用机制,
对于同样强调改革发展的政府部门而言,研究却寥寥无几。 学者们尚未结合政府部

门中基层干部的工作特征并基于资源保存的视角,探讨包容型领导风格能否影响基

层干部的主动变革行为,因此主动变革行为的研究领域亟须进一步扩展。 第二,关
于包容型领导风格如何影响下属主动变革行为的机制研究仍较为有限。 现有研究

主要证实了包容型领导可以通过改善员工的个人心理特征来促进其主动变革行为

的产生。 然而,在政府部门这一高度结构化且强调集体性的组织情境中,基层干部

的个体行为通常嵌套于团队的集体行为之中;基层干部感知到的团队或组织氛围,
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塑造了他们的工作模式和行为倾向。 变革行为又通常伴随着高

风险特征,这使得具备容错机制的团队氛围可能成为包容型领导风格促进基层干部

主动变革行为的重要中介路径。 因此,探讨包容型领导风格是否通过差错管理氛围

间接影响基层干部的主动变革行为,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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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保存理论认为人们都有保存、保护及获取资源的倾向( Hobfoll,
 

2011)。 受

我国行政执行体系的影响,县乡基层干部变革活动的开展与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其所能获得与有效调配的各类资源(刘帮成,
 

2022)。 同时,为防止严格问责背景

下,变革失败所带来的绩效薪酬甚至是职权职务等已有资源的损失或潜在损失风

险,基层干部在变革目标设立、变革资源获取、变革结果运用的行为层面展现出领导

授权、风险控制的偏好。 鉴于政府部门中领导在合法性授权与资源分配方面扮演的

重要角色(林亚清和蓝浦城,
 

2023),本研究从领导风格这一关键因素出发,基于资源

保存理论剖析其激发县乡基层干部主动变革行为的作用路径。 包容型领导风格作

为关系型领导风格的一种特殊形式,其核心特征在于领导者在与下属互动中表现出

的开放性、可接近性和可用性( Carmeli
 

et
 

al. ,
 

2010)。 这些特征能够满足县乡基层

干部在主动变革过程中对各类资源提出的更高要求,高效克服变革阻力,从而激发

他们的主动变革行为。 另外,与其他领导风格相比,包容型领导风格在解释差错管

理氛围方面表现出更有效的解释力(尹奎等,
 

2016)。 差错管理氛围进一步提供了组

织期望、支持学习与试错行为的线索和信息,从而促进基层干部主动变革与创新(赵

书松和罗文华,
 

2022)。 因此,本研究的预期是,在政府部门中包容型领导风格能够

营造开放沟通、互助学习的差错管理氛围,有效防止避责逻辑下县乡基层干部对变

革风险的抵制,进而促进其主动变革行为。
此外,在政府部门深化改革创新的实践中,来自纵向传递的变革任务与政治要

求,使得领导者在采用关系导向的包容型领导风格的同时,也可能需要体现领导任

务型的一面。 如,上级对下属主动变革抱有期望,以适应复杂情境下组织中多重任

务角色的需求(Smith
 

and
 

Lewis,
 

2011)。 任务型领导通过明确目标和清晰的期望,能
够为下属提供清晰的行为指引和资源利用的方向。 那么,在关系导向和任务导向并

存的情境下,领导者如何影响基层干部对其领导行为的预期(Liu
 

et
 

al. ,
 

2015),从而

作用于组织差错管理氛围及干部变革行为? 此外,县乡基层干部的主动变革行为本

质上属于内生性的理性行为。 基层干部在决定是否实施任务之外的建设性变革时,
往往会权衡变革带来的收益与潜在的资源损失风险,而且这种权衡过程可能存在明

显的个体差异。 因此,在差错管理氛围中,个体风险倾向对主动变革行为的产生具

有重要影响。 具体而言,高风险规避倾向的个体关注潜在的消极结果,表现出更强

的规避倾向(Allen
 

et
 

al. ,
 

2005),这种风险规避倾向可能会影响差错管理氛围与主

动变革行为之间的关系。
综上所述,考虑到县乡基层领导干部在变革实践中的重要枢纽作用,本研究聚

焦县乡干部,通过揭示包容型领导风格如何通过营造差错管理氛围促进干部主动变

革行为,并进一步引入上级变革期望,探讨在不同变革压力任务情境下包容型领导

风格对差错管理氛围及变革行为的作用机制。 此外,本研究还从个体差异视角出

发,分析风险规避在这一机制中的边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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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
 

资源保存理论

　 　 资源保存理论(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
 

COR)是最初由 Hobfoll(2001)
提出的一种解释压力的框架,用于描述个体与社会环境之间资源交互的过程。 该理

论的核心观点为个体努力获取、保护和维持他们认为有价值的资源,并视资源损失

为重大威胁,并据此调整自己的行为以应对外部环境(段锦云等,2020)。 资源的定

义内涵广泛,包括物质的(如工具)、条件的(如工作保障)、个体的(如自信)以及能

源性资源(如知识、金钱)(Hobfoll,1989;Halbesleben
 

et
 

al. ,
 

2014)。 资源的获取与保

存遵循损失优先、资源投资、增益悖论和绝望原则。 个体对资源损失更加敏感,会投

入资源以规避继续损耗或努力实现增益。 资源保存理论亦提出资源收益螺旋和资

源损失螺旋,认为初始资源的特征和状态以及后续资源的动态变化是影响个体工作

态度与行为的本质因素。 资源充裕的个体更有能力抵御资源损耗,并通过投资资源

实现增值,形成资源增值螺旋,因而表现出更为积极主动的工作态度及行为;而资源

稀缺的个体更易陷入资源损失螺旋,导致态度和行为的保守和消极。 此外,资源的

获取和保存还受到情境因素的显著影响:支持性的组织环境能够为个体提供资源通

道,降低资源损耗风险,进一步促进个体积极工作态度与行为的产生。
资源保存理论起初主要用于解释个体在面对压力时保护、维持和获取资源的种

种行为。 然而,随着理论的发展,其应用范围已经从最初的压力情境分析扩展到了

组织管理的多个方面,包括工作倦怠、工作投入以及员工创新等领域。 这一理论不

仅帮助解释了个体在面对资源变化时的行为反应,还为理解和提升组织管理效果提

供了新的视角。 通过关注资源的获取、保护和增值,资源保存理论在促进员工心理

健康、提高工作满意度及激发创新潜能等方面展现了广泛的适用性和实践价值。 在

资源的投资、积累与利用方面,资源保存理论与积极心理学的理念相契合,两者都关

注个体的积极心理状态与行为。 因此,资源保存理论对揭示包容型领导风格及包容

型领导风格通过差错管理氛围促进基层干部主动变革行为的内在机制,提供了较为

契合的理论视角和研究基础,同时进一步拓展了积极心理学在组织情境中的应用。

(二)
 

包容型领导风格与主动变革行为

资源保存理论认为个体会尽最大努力维持现有资源并努力获取新资源

(Halbesleben
 

et
 

al. ,
 

2014)。 县乡基层干部的主动变革行为属于个体自发采取的建

设性行动,旨在推动组织中的功能性变革,改进工作方法并优化组织运作( Morrison
 

and
 

Phelps,
 

1999)。 这一过程需要耗费大量物质及心理资源。 包容型领导风格能够

从多方面为基层干部的主动变革提供资源支持,进而提升变革动力。 首先,包容型

领导通过其开放性风格,鼓励干部自由表达观点,并大胆尝试开展工作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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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型领导风格的这一特性使基层干部感受到自身在组织中的价值,满足其自主

性、胜任感和归属感(景保峰,
 

2015),从而增强了他们的自我效能感和内在动机

(Ryan
 

and
 

Deci,
 

2000)。 自我效能感和内在动机是基层干部的重要心理资源。 当这

些资源得到增强时,干部更有信心和动力去探索新的思路,并敢于提出变革想法。
其次,包容型领导风格的可及性确保了干部在面临挑战时能够及时获得反馈和支持

(张光磊等,
 

2021)。 这种支持性关系使得干部能够在变革过程中拥有心理安全感,
并减少因工作压力或失败而产生的消极情绪(Carmeli

 

et
 

al. ,
 

2010)。 这种心理安全

感被视为一种重要的资源,使基层干部感到被保护,从而更积极地进行变革活动

(Halbesleben
 

et
 

al. ,
 

2014;
 

柯江林等,
 

2022)。 变革实践的成败也将成为干部发展的

宝贵资源。 成功的变革经验不仅能直接提升干部的工作效能,塑造满足高效能政府

运作需求的专业形象(谭新雨,
 

2021),还能够为其在晋升竞争中赢得优势;而遭遇挫

折的变革尝试亦能促使干部修正认知偏差(赵书松和罗文华,
 

2022),从而提升问题

解决能力。 最后,包容型领导风格的可用性为干部提供了工作及变革过程中所需的

物质和情感资源,如资金和信息。 这些资源使县乡基层干部感受到支持,从而使他

们 / 她们能够更安心地推进变革,没有后顾之忧。 根据资源保存理论,获得更多资源

的个体更有能力和意愿去投入和维持积极的行为,从而推动变革。 基于此,本研究

提出以下假设。
H1:

 

包容型领导风格对县乡基层干部的主动变革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三)
 

差错管理氛围的中介作用

差错是指个体知识和技能的不足或反馈机制的不完善导致实际工作结果偏离

预期目标的无意识不当行为(van
 

Dyck
 

et
 

al. ,
 

2005)。 学术界已关注到差错管理在

应对这些偏差中的积极作用(Frese
 

and
 

Keith,
 

2015)。 差错管理的核心理念是从积

极的角度看待错误(尹奎等,
 

2016)。 差错管理氛围感知指的是员工对组织内部差错

管理过程的主观感知。 这种感知反映了组织内形成的共同规则、价值观、实践与程

序,体现了个体如何理解和感受组织在追求控制与学习双重目标方面的努力。 差错

管理氛围作为一种共享的组织特质,不仅体现了组织对差错的处理方式,还塑造了

成员在面对差错时的行为倾向。 对于县乡基层干部而言,包容型领导风格的开放

性、理解性和支持特性能够有效缓解自身因差错产生的心理压力和风险感知。 因

此,包容型领导不仅直接对下属的主动变革行为产生影响,还可能通过营造积极的

差错管理氛围间接实现其效果。 差错管理氛围通过两种关键途径在包容型领导和

主动变革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领导在组织中具有“角色榜样”和“氛围构建者”的双重身份(罗瑾琏等,
 

2017)。
领导对差错的情绪反应、心理认知反应及善后应对态度所构成的领导差错取向,对
组织差错氛围的建设起着关键作用。 具备包容型领导风格的领导者在县乡基层干

部出现差错和失误时,倾向于倾听、体谅与尊重,并给予必要指导(方阳春,
 

2014),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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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宽容的差错取向能够引发组织成员的主动学习与模仿(孔靓等,
 

2020),从而实现

从点到线到面的带动效果,促进领导所在团队或组织的差错管理氛围的形成。 首

先,包容型领导风格鼓励信息自由流通,愿意支持开放、多元观点的特点在差错沟

通、差错协同与高效处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其次,包容型领导风格体现出平易近人

的特征,对下属差错持有包容和理解态度,因此下属更愿意诚实报告问题并迅速采

取纠正措施;最后,通过在错误发生时提供建设性的指导反馈及必要的资源来帮助

下属面对挑战,并形成正向应对差错的文化。 Tang
 

et
 

al. (2015)的研究表明包容型

领导在面对下属失误与局限性时,能够秉持豁达与谅解的态度,致力于与下属共同

探寻失误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促进下属进步。
结合资源保存理论,积极行为促进和消极行为抑制是良好的差错管理氛围促进

基层干部主动变革行为的两条重要途径。 一方面,差错学习、差错思考和差错沟通

等行为可以促使干部的自我效能感和自信心等积极心理资源得到提升。 差错学习

鼓励个体承认错误并从中汲取经验,差错思考则帮助个体反省并矫正既有工作习

惯,从而防止类似错误再次发生(Ivancic
 

and
 

Hesketh,
 

2000)。 在高水平的差错管理

氛围中,组织对差错采取理解和包容的态度,并为基层干部提供沟通渠道和学习机

会,鼓励反思与分享差错经验,从而提升其应对和处理问题的技能,干部的自我效能

感和工作可控感进而得到提升(朱颖俊和裴宇,
 

2014)。 由此,基层干部的信息资源

与心理资源得到极大的保护与支持,更容易产生主动变革行为。 另一方面,通过减

少干部对犯错的恐惧心理,差错管理氛围减少了工作中的心理压力和资源损耗感知

(Parker
 

et
 

al. ,
 

2010),促使干部更加自信地面对风险和挑战。 工作中的差错往往导

致心理负担加重,但差错管理氛围有助于真正落实容错纠错机制,有效区分干部在

工作中因探索创新和无意过失所导致的错误与明知故犯或谋取私利的行为,保护干

部的积极性(元帅等,
 

2024),给作风正派、锐意进取的干部吃下定心丸,降低对心理

资源损失的敏感性,从而激励其开展主动变革行为。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以

下假设。
H2:

 

差错管理氛围在包容型领导风格和县乡基层干部主动变革行为之间起中

介作用。

(四)
 

上级变革期望的调节作用

在以自上而下管理模式为特征的政府部门中,变革压力常以改革创新任务及加

分性指标等形式传递至各级政府。 任务型领导通过设定明确、可实现的目标,并实

施有效的激励措施营造变革氛围( Campbell,
 

2018),从而促进下属的任务导向型变

革创新行为(Ricard
 

et
 

al. ,
 

2017)。 但是,较少学者探究关系型领导与任务导向型领

导的交互实践效果,即包容型领导风格与变革任务期望是否可以优化差错管理氛

围,以及这种优化是否能促进个体的主动变革行为。
上级变革期望是上级向下属进行变革活动发出的鼓励、支持、保护和认可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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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崔杨和于桂兰,
 

2019)。 当领导者展现出较低的变革期望时,县乡基层干部往往

缺乏明确的变革任务导向,倾向于认为上级偏好维持现状,强调规避错误,而非从差

错中学习并实现改进,对创新与变革持保守态度。 特别是当上级的变革期望与包容

型领导风格均处于较低水平时,这表明无论是任务型领导还是关系型领导均存在缺

失。 此情境下,组织缺乏明确的创新与变革激励机制,对基层干部的失误也表现出

较低的包容与理解,抑制了干部们公开讨论错误并寻求改进的意愿。 基层干部据此

推断,他们的变革努力与尝试不仅难以获得认可,反而可能被视为对上级权威的挑

战,甚至可能因犯错而面临惩罚性的问责。 这种心理层面的不安全感严重削弱了他

们的探索动力和变革行为,此时部门的差错管理氛围及变革举措处于最低水平。 然

而,尽管上级的变革期望低,但随着包容型领导风格的提升,其对差错管理氛围的正

向影响愈发显著。 这一现象可归因于包容型领导风格所具备的多重特质:其一,客
观的容错性。 包容型领导风格为下属提供了心理层面的安全感,产生鼓励创新与探

索的安全心理环境。 其二,鼓励下属参与和公开交流,包括在出现差错时的讨论与

反思。 包容型领导风格通过共享差错经验促进相互学习,进而提升整个组织的应对

与学习能力。 其三,易于接近。 包容型领导风格认可并关注下属的需求与发展,愿
意为下属提供帮助,这有助于增强下属的自信心。 包容型领导的这些特质有助于提

升部门及条线内的差错识别能力,构建差错学习与沟通机制。 这一系列正向影响不

仅促使基层干部深入反思变革行为的价值(Lauga
 

and
 

Ofek,
 

2011),还增强了他们对

自身变革胜任力的信念(Riley,
 

2015);提升干部对差错管理氛围的感知与承诺,并
推动积极的差错管理由局部向整体扩展,使其变得规范和稳定。 此外,上级变革期

望水平低反映了组织纵向变革要求不高,这使得组织的差错管理基础相对薄弱。 在

此背景下,包容型领导风格更易于发挥其积极作用,成为推动组织差错管理能力提

升的关键因素。
另外,当县乡干部感受到上级对自身主动变革的殷切希望时,能够感知到清晰

的变革外部动机,从而被确切的变革目标所引导,展开相应的变革活动。 由于变革

创新固有的风险特质,有变革要求和期望的组织通常伴随较为宽松的差错管理氛

围,且基层干部及其工作伙伴在共同变革目标的指引下产生较强的团队凝聚力,从
而越发巩固相互理解、相互学习的差错管理文化,即上级展现较高的变革期望时,工
作团队往往已孕育了较为成熟的差错管理氛围。 在此情境下,包容型领导对差错管

理氛围的作用较弱。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

 

上级变革期望反向调节包容型领导风格与差错管理氛围的关系,即上级变

革期望低时,包容型领导风格对差错管理氛围的正向影响更强。

(五)
 

风险规避的调节作用

风险规避是一种由损失厌恶心理驱动的人格特征,表现为在面对不确定收益

时,倾向于选择风险较低的决策。 高风险规避倾向的个体通常偏好维持现状,不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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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尝试新事物,即使他们意识到当前的选择可能无法实现最大收益,仍然会选择较

为保守的方案( Zahra
 

et
 

al. ,
 

2000)。 资源保存理论的核心原则之一是损失优先原

则,即人们对于资源损失比对资源收益更为敏感(Halbesleben
 

et
 

al. ,
 

2014)。 变革过

程涉及对现有资源进行激活与整合,因此收益增加的同时风险也相应提升。 从收益

视角分析,成功的变革虽能使基层干部脱颖而出,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其公共服务

动机,但此成功依赖于多重因素,包括县乡基层干部自身的认知能力与专业素养、外
部多变的时机环境等,因此收益并无绝对保障。 从损失视角审视,县乡基层干部的

变革尝试受到集体主义官僚制组织的问责制度制约,可能的变革失败不仅会给组织

带来损失,还会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甚至有可能导致现有工作或政治资源的严重

流失。 因此,当变革成功带来的收益与失败风险带来的成本难以被衡量时,为防止

现有资源的损失,即使基层干部意识到不变革无法提升组织绩效,仍可能出于风险

规避而选择不主动变革。 然而,在差错管理氛围下,对于高风险规避倾向的干部而

言,包容错误的组织氛围能够很好地缓解组织成员对失败的焦虑与恐惧,减轻对变

革失败后可能面临的问责的担忧,进而降低对变革风险可能带来的资源损失的预

判;同时,差错管理中的相互学习与互助机制能够提升差错的正面效应,降低其负面

影响(张宁俊等,
 

2015),及时弥补个体心理资源的流失,缓解个体对资源流失的敏感

度,使其能够更迅速地从资源损失的状态中恢复(Hobfoll,
 

2011),并更愿意投入主动

变革中。 反之,低风险规避倾向干部对风险的感知并不像高风险规避倾向干部那样

敏感,其更愿意为获取更高收益而承担相应风险,对资源损耗的预判也较低。 相

较于高风险规避倾向的个体,其变革行为已处于较高水平。 在此情形下,差错管

理氛围对促进县乡基层干部主动变革行为的作用较弱。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

假设。
H4:

 

风险规避正向调节差错管理氛围与主动变革行为的关系,对于高风险规避

倾向的县乡基层干部而言,差错管理氛围对其主动变革行为的正向作用更强。
综上所述,本研究拟探讨包容型领导对县乡基层干部主动变革行为的影响及差

错管理氛围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并探究上级变革期望与风险规避在其中的调节机制

(见图 1)。 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5:

 

包容型领导风格通过营造差错管理氛围正向影响县乡基层干部的主动变

革行为,这一间接作用的第一阶段受到上级变革期望的负向调节,第二阶段受到干

部风险规避的正向调节。 上级变革期望低且县乡基层干部风险规避倾向高时,以上

间接作用更强。

图 1　 研究假设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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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设计

(一)
 

样本获取与数据收集

　 　 为了确保研究结论的科学性与稳健性,本研究在样本获取与数据收集阶段严格

遵循学术研究规范,具体研究过程如下所述。
1.

 

样本获取

由于本研究探讨的是政府部门情境下包容型领导风格对基层干部主动变革行

为的影响,因此,本研究以上海市 A 区县乡基层领导干部为研究对象展开问卷调研,
样本对象涵盖县乡级机关、各委办局以及街镇的基层干部。 之所以选择上海市 A 区

干部为调研对象,是因为上海市作为中国经济和行政管理高度发达的地区,其县乡

基层干部在推动基层变革方面的经验和实践具有较强的典型性。 此外,本研究提出

的研究模型基于包容型领导风格、差错管理氛围以及主动变革行为等广泛适用的理

论概念,因此其结论具有一定的普适性,能够为其他地区和组织提供理论参考。
根据 Hayes(2013)关于中介和调节分析样本量的建议,最少样本量为 150 ~ 200。

本研究通过分层随机抽样共选取调查对象 260 人。 具体而言,第一步通过与 A 区政

府组织部合作,获取县乡基层领导干部的完整名单作为抽样框;第二步,根据年龄、
性别、工作年限和职务级别对样本进行分层,在不同层次内进行随机抽样,力求确保

样本的代表性。
为降低同源误差的影响,本研究分两个阶段对调研对象进行问卷调查。 第一阶

段测量了感知的包容型领导风格、上级变革期望、差错管理氛围感知、风险规避及人

口统计学变量;第二阶段则针对主动变革行为进行了调查,两次调研间隔一个月。
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完成了问卷的发放、填写与回收工作,对数据进行清

洗后,得到有效调查问卷 212 份,问卷有效率为 81. 54%。
2.

 

样本概况

通过对问卷的人口统计学变量进行统计分析,被试中男性占比 64. 1%,女性占

比 35. 9%。 所调研县乡干部年龄以 41 岁以上为主(占比 56. 5%),其次为 36 ~ 40 岁

(占比 25. 0%)。 被试学历以本科学历为主 ( 占比 55. 6%), 其次为大专 ( 占比

31. 5%)。 从职务级别角度分析,科级与处级干部的比例大约为 7 ∶ 3。 在各自职务

级别上,工作年限在 5 年及以下的干部占了大多数,比例达到了 47. 3%;而工作 6 到

10 年的干部则次之,占比为 23. 6%。

(二)
 

变量测量

本研究所包含的变量有包容型领导风格、上级变革期望、差错管理氛围、干部风

险规避及基层干部主动变革行为。 研究选取的测量工具均为国内外学者广泛认可

的成熟量表,所有量表均采用李克特 5 点记分。



包容型领导风格对县乡基层干部主动变革行为的影响研究 201　　

1.
 

预测变量

包容型领导风格。 采用 Carmeli
 

et
 

al. (2010)开发的量表对包容型领导风格进行测

量。 该量表共包含“上级善于听取我的要求”等 9 个题项。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 97。
2.

 

结果变量

主动变革行为。 采用 Morrison
 

and
 

Phelps(1999)开发的量表对主动变革行为进

行测量。 量表包含 “ 我经常试图改变工作方法, 以提高效率” 等 10 个题项。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 93。
3.

 

中介变量

差错管理氛围。 采用 Cigularov
 

et
 

al. (2010)开发的量表对差错管理氛围进行测

量。 量表分差错学习、差错思考、差错能力、差错沟通 4 个维度,共 16 个题项。 相关

题项如“我们单位对在先行先试过程中出现的差错和失误具有一定的容忍度”。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 94。
4.

 

调节变量

上级变革期望。 采用改编自 Carmeli
 

et
 

al. (2010)开发的量表对上级变革期望进

行测量,共 3 个题项。 相关题项如 “我的上级期望我能积极主动地寻求变革”。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 88。
风险规避。 采用 Gomez-Mejia

 

and
 

Balkin(1989)开发的量表对风险规避进行测

量,共 4 个题项。 相关题项如“对于存在未知风险的新岗位,即使有更多回报,我更

愿意留在自己熟悉的岗位上”。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 89。
5.

 

控制变量

参照以往的研究结果,本研究对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几个关键因素进行了控

制,具体包括基层干部的性别、年龄、工作年限、职位层级以及职位层级年限。 控制

性别这一变量,是基于先前有研究揭示不同性别( Zhang
 

and
 

Bartol,
 

2010) 和年龄

(Jones
 

and
 

Weinberg,
 

2011)的个体在变革和创新行为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此外,控
制工作年限、职位层级、职位层级年限,则是考虑到这些因素可能导致上级与下属之

间的权力距离产生差异,进而对下属的变革行为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四、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一)
 

共同方法偏差

　 　 本研究采取干部自我评估的形式来收集数据。 尽管实施了匿名处理并采用了

两阶段调研方法,但研究过程中仍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的风险。 鉴于此,在进行

数据分析前,有必要对这种偏差进行检测。 本研究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并借

助 SPSS
 

26. 0 软件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 主成分分析(未旋转因子)的结果显示,
首个因子解释了总变异的 31. 62%,低于 40%的标准阈值。 这表明本研究中的相关

变量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能够继续后续的数据分析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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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组内相关性与一致性分析

为判断数据更支持团队还是个体视角展开研究,本研究对包容型领导风格等变

量进行组内相关性与一致性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组内相关性与一致性分析结果

MSB(组间) MSW(组内) 分子 分母 ICC1 ICC2 p 值

包容型领导 0. 770
 

0. 629
 

0. 141
 

1. 808
 

0. 078
 

0. 183
 

0. 153
 

上级创新期望 0. 531
 

0. 472
 

0. 059
 

1. 310
 

0. 045
 

0. 111
 

0. 274
 

差错管理氛围 0. 292
 

0. 261
 

0. 031
 

0. 723
 

0. 043
 

0. 106
 

0. 285
 

从统计分析结果来看,当前数据不具备聚合的条件,若将这些变量聚合为团队

层次变量可能会导致信息损失,无法准确捕捉个体的真实感受和行为。 因此,本研

究将围绕个体层面展开分析,重点在于深入理解个体在特定环境中如何响应包容型

领导风格并采取相应的主动变革行为。

(三)
 

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使用验证性因子分析(CFA)检验量表的效度。 测量结果显示,KMO 系数

为 0. 90,高于 0. 8 的标准值;同时,Bartlett 球形检验的 p 值为 0. 00,表明数据适合进

行因子分析。 为了评估各变量的区分效度,本研究对包容型领导风格、上级变革期

望、差错管理氛围、风险规避和主动变革行为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 分析结果如

表 2 所示。 五因子模型与数据的拟合效果最佳(χ2 = 769. 15;df = 289; χ2 / df = 2. 661;
SRMR = 0. 055;TLI = 0. 878;CFI = 0. 891;RMSEA = 0. 089),证明了各变量在统计上的

独立性和有效性。

表 2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所含因子 χ2 df χ2 / df SRMR TLI CFI RMSEA

五因子模型 A,B,C,D,E 769. 15 289 2. 661 0. 055 0. 878 0. 891 0. 089

四因子模型 A+B,C,D,E 1300. 446 293 4. 438 0. 161 0. 747 0. 772 0. 128

四因子模型 A+C,B,D,E 1261. 576 293 4. 306 0. 125 0. 757 0. 781 0. 125

三因子模型 A+B+C,D,E 1798. 203 296 6. 075 0. 194 0. 627 0. 66 0. 155

二因子模型 A+B+C+D,E 2323. 429 298 7. 797 0. 214 0. 5 0. 542 0. 179

一因子模型
 

A+B+C+D+E 3062. 924 299 10. 244 0. 196 0. 321 0. 375 0. 209

　 　 注:A 为包容型领导风格,B 为上级变革期望,C 为差错管理氛围,D 为风险规避,E 为主动变革行为。

(四)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本研究关注的各变量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结果如表 3 所示。 检验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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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型领导与差错管理氛围和主动变革行为显著正相关( r = 0. 41,p<0. 01;r = 0. 39,
p<0. 01);差错管理氛围与主动变革行为显著正相关( r = 0. 45,p<0. 01)。 各变量之

间的关系符合本研究的理论预期,适合做进一步的分析和检验。

(五)
 

假设检验

在数据分析中,个体层面的预测变量均已经进行中心化处理。
1.

 

主效应与中介效应检验

利用 SPSS26. 0 的线性回归模型检验主效应与中介效应,结果如表 4 所示。 根

据模型 5 可知,包容型领导风格正向显著影响基层干部的主动变革行为(β= 0. 37,p<
0. 001),假设 H1 得到验证。 此外,根据模型 2 可知,包容型领导风格正向显著影响

差错管理氛围(β= 0. 38,p<0. 001);根据模型 6 可知,在控制了包容型领导风格的效

应后,差错管理氛围正向显著影响主动变革行为(β = 0. 32,p<0. 001),此时包容型领

导对主动变革行为的回归系数为 0. 25(p<0. 001)。
此外,通过 Process 中介效应检验法构建了 95%的置信区间并重复抽样 5000 次,

以此探讨差错管理氛围在包容型领导风格与基层干部主动变革行为中的中介效应,
结果详见表 4。 其中,直接效应值为 0. 19,95%的置信区间为[0. 09,0. 29],假设 H1
得到支持;间接效应值为 0. 11,

 

95%的置信区间为[0. 05,0. 18],不包含 0,说明中介

效应显著,假设 H2 成立。
2.

 

调节效应检验

本研究采用层次线性回归模型检验上级变革期望、风险规避的调节效应,对包

容型领导风格、差错管理氛围、上级变革期待、风险规避进行中心化处理后,依次将

控制变量、自变量、调节变量及交互项加入回归方程。
(1)

 

上级变革期望的调节作用检验。 纳入相关变量后调节效应的结果见表 4,
调节效应如图 2 所示。 从模型 3 可知,上级变革期望负向调节包容型领导风格与差

错管理氛围(β= -0. 35,p<0. 001)。 由图 2 可知,相比于高上级变革期望的情境,上
级变革期望低时,包容型领导风格对差错管理氛围正向影响更强。 假设 H3 成立。

图 2　 上级变革期望对包容型领导与差错管理氛围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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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风险规避的调节作用检验。 纳入相关变量后调节效应的结果见表 4,调节

效应如图 3 所示。 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差错管理氛围与风险规避的交互项对主动变

革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 0. 14,p<0. 05),验证了风险规避正向调节差错管理

氛围与主动变革行为之间的关系。 由图 3 可知,相比低风险规避,对于高风险规避倾

向的个体而言,差错管理氛围对主动变革行为的影响更强。 假设 H4 成立。

图 3　 风险规避对差错管理氛围与主动变革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此外,采用 Bootstrap 法检验被上级变革期望及风险规避两个调节变量所调节的

中介效应,结果如表 5 所示。 在低上级变革期望和高风险规避倾向情境下,中介效应

显著且效应最强。

表 5　 Bootstrap 方法在不同调节作用上的中介效应值及其置信区间(N=212)

效应值 Boot 标准误 Boot
 

LLCI Boot
 

ULCI

直接效应 0. 17 0. 05
 

0. 08
 

0. 27
 

中介效应 0. 11
 

0. 03
 

0. 05
 

0. 18
 

上级创新期望 风险规避

-0. 72 -1. 06 0. 13 0. 07 0. 00 0. 26

-0. 72 1. 06 0. 31 0. 08 0. 16 0. 46

0. 00 0. 00 0. 14 0. 04 0. 06 0. 23

0. 72 -1. 06 0. 04 0. 03 0. 00 0. 11

0. 72 1. 06 0. 09 0. 04 0. 02 0. 19

结合上述内容,包容型领导风格正向影响县乡基层干部主动变革行为,差错管

理氛围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 同时,包容型领导风格与差错管理氛围之间的关系受

到上级变革期望的负向调节,差错管理氛围与主动变革行为之间的关系受到风险规

避的正向调节。 假设 H5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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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资源保存理论,探讨了包容型领导风格影响县乡基层干部主动变革

行为的作用机制。 结果表明,包容型领导风格对县乡基层干部主动变革行为具有积

极影响;差错管理氛围在包容型领导风格与基层干部主动变革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

用:包容型领导风格对差错管理氛围的正向影响受到上级变革期望的负向调节,差
错管理氛围对主动变革行为的正向影响受到风险规避的正向调节。

(一)
 

理论意义

首先,本研究聚焦于政府部门中的县乡基层干部,探讨包容型领导风格对其主

动变革行为的影响,提供了在政府组织和文化背景下对变革行为理解的新视角。 与

以往多集中于私营部门或其他文化背景的研究不同,本研究充分考虑了政府科层制

组织的特点,从而为领导风格和变革行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更加适应政府部门特征

的理论支持。
其次,从理论贡献来看,本研究采用资源保存理论系统探讨了包容型领导风格

通过差错管理氛围对基层干部主动变革行为的影响。 与现有研究多采用社会认知

理论(Meijer,
 

2014)
 

、自我决定理论(Miao
 

et
 

al. ,
 

2018)
 

或新制度主义理论(Williams
 

and
 

Yecalo-Tecle,
 

2020)不同,本研究深入挖掘基层干部如何调动和消耗心理与实体

资源,以支撑变革项目的启动与推进的复杂过程,以及包容型领导风格如何通过优

化差错管理氛围来保护干部的资源,增强其变革意愿。 差错管理氛围作为包容型领

导风格与变革行为之间的中介机制,揭示了组织氛围对个体变革行为的重要作用,
并为理解变革实践中的心理资源消耗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 另外,本研究进一步拓

展了资源保存理论在积极心理学领域中的应用。 传统上,资源保存理论更多应用于

解释个体如何管理物质和心理资源以应对压力,而本研究则将这一理论扩展到变革

情境中,特别是在包容型领导风格和差错管理氛围的作用下,探讨了如何通过优化

资源配置和环境氛围,提升个体的变革动力。 通过这种跨领域的拓展,本研究为资

源保存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实践视角。
最后,本研究将上级变革期望和风险规避作为调节变量,分析了它们在包容型

领导风格通过差错管理氛围推动县乡基层干部主动变革行为这一间接效应中的影

响。 现有文献普遍认可工作特质和个体特质对个体行为的影响( Zhou
 

et
 

al. ,
 

2012;
 

Meijer,
 

2014),但鲜有研究将这些特征与领导风格及组织氛围相结合进行系统探讨。
本研究重点分析了代表关系型领导风格的包容型领导风格,与代表任务型领导方式

的上级变革期望对差错管理氛围形成的共同作用。 包容型领导风格与上级变革期

望的交互作用显示,当上级变革期望较低时,包容型领导风格通过差错管理氛围对

基层干部变革行为的正向影响更强。 这一发现表明,上级变革期望和包容型领导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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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在推动差错管理氛围和变革行为方面存在替代效应。 任务导向的上级创新期望

无疑对差错管理氛围及基层干部的主动变革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在没有明

确上级创新期望的情境下,包容型领导风格依然能够通过营造积极的差错管理氛

围,有效促进基层干部的主动变革行为。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风险规避正向调节差

错管理氛围与主动变革行为之间的关系,即相较于低风险规避个体,差错管理氛围

对高风险规避倾向个体的主动变革行为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基于资源保存理论,从多个维度系统分析了包容型领导风格、

差错管理氛围、上级期望与风险规避对基层干部变革行为的综合影响,提出了一个

更为全面的基层干部主动变革行为的理论框架,不仅为变革行为的理论发展提供了

新的视角,还为政府部门如何有效激励基层干部主动变革提供了实践指导。

(二)
 

实践启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的决定》,是指导新征程上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充分展现了中共中

央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心。 能否高效顺利地实现改革目标,
取决于各级领导干部推进改革的决心和能力,特别是处在改革前沿和基层治理最前

线的基层干部承担着具体落实改革措施的重任,干部们的主动变革意识与行为将直

接影响改革的成效。 在此前提下,结合本研究的主要发现,提出以下实践启示:
首先,构建同心同德的上下级关系。 在推进组织变革的过程中,上下级关系的

和谐与协同成为至关重要的因素。 面对改革带来的不确定性,基层领导干部常面临

孤军奋战、失败风险及问责压力等多重思想顾虑。 为有效缓解这些顾虑并促进主动

变革,构建同心同德的上下级关系显得尤其关键。 为此,可以考虑采取以下策略:
(1)深化包容型领导风格的培养与践行。 完善包容型领导干部的培养体系,指引领

导干部不仅要学会理解并接纳多元差异,还应积极倡导和谐共处与包容合作的文化

氛围。 在改革的深水区和急需突破的重点区域,优先选拔任用具有包容性理念、卓
越沟通能力等包容型领导风格特质的优秀干部。 (2)建立双向互动与沟通机制。 上

级应以包容与鼓励的态度面对基层干部,在干部们主动寻求变革的过程中提供及

时、建设性的指导与建议,帮助基层干部在遇到困难时迅速找到问题所在并寻求解

决方案。 同时,鼓励干部积极反馈工作进展与遇到的问题,形成双向沟通的良好

循环。
其次,营造有利于县乡基层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工作环境。 (1)构建积极的差

错管理文化。 积极的差错管理不仅倡导在改革创新中对合理失误的宽容态度,以减

轻基层干部的心理负担,还通过宣传教育消除干部对差错的恐惧心理,强调差错作

为学习与成长契机的价值,并且促进差错案例的公开分享,以知识交流提升组织的

变革能力和复杂应对能力。 (2)健全容错纠错及差错报告反馈机制,确保信息畅通,
保护报告者的权益,确保差错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与反馈,形成闭环管理。 同时,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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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干部应以身作则,公开承认并妥善处理自身或所在部门的错误,树立良好的榜样,
带动整个组织形成积极的差错管理氛围。 (3)构建以变革需求为导向的综合激励机

制。 该机制应涵盖物质激励、精神激励与职业发展激励等多个方面,通过量化、多维

度的变革激励指标的设计与科学评估工具的运用,增强基层干部推动变革的内在动

力与外在支持。
最后,上级部门和领导应明确变革工作达成的核心目标,按照“目标—指标—任

务”的逻辑框架,使用简洁、准确、无歧义的语言系统性地阐述变革期望,并及时解答

疑惑,修正误解。 同样地,基层干部可以主动与上级领导进行面对面交流,明确上级

对变革工作的具体设想、目标定位、优先级设定等关键信息,共同推动变革工作的顺

利开展。

(三)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在厘清包容型领导与县乡基层干部主动变革行为的关系及其边界条件

方面做出了尝试,但仍存在一些不足需改进。 首先,本研究仅以上海市 A 区县乡基

层干部为例,尽管该地区在经济和行政管理上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模型本身具有较

强广泛性,但样本仍相对单一,未来可以通过更大规模的样本和更广泛的区域覆盖,
进一步提升结论的稳健性和广泛适用性。 其次,本研究获取的数据虽为两阶段调研

数据,但均为基层干部主观自评,未来可以通过长时段跟踪调查与主客观测评相结

合的方式提升研究结论的严谨性与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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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unty
 

and
 

township
 

cadres
 

are
 

bridges
 

between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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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ssroots
 

change,
 

and
 

the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innovation
 

in
 

social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resource
 

conservation,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nternal
 

mechanisms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of
 

inclusive
 

leadership
 

to
 

promote
 

proactive
 

change
 

in
 

the
 

behavior
 

of
 

county
 

and
 

township
 

cadres.
 

The
 

present
 

study
 

focuses
 

on
 

county
 

and
 

township
 

cadres
 

in
 

District
 

A
 

of
 

Shanghai,
 

based
 

on
 

a
 

total
 

of
 

212
 

valid
 

collected
 

questionnaires.
 

Analysis
 

of
 

moderated
 

mediation
 

effects
 

reveals
 

that
 

inclusive
 

leadership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proactive
 

change
 

in
 

the
 

behavior
 

of
 

county
 

and
 

township
 

cadres,
 

with
 

the
 

error
 

management
 

atmosphere
 

playing
 

a
 

mediating
 

role.
 

The
 

positive
 

effect
 

of
 

inclusive
 

leadership
 

on
 

the
 

error
 

management
 

atmosphere
 

is
 

negatively
 

moderated
 

by
 

change
 

in
 

the
 

expectations
 

of
 

superiors,
 

and
 

the
 

positive
 

effect
 

of
 

the
 

error
 

management
 

atmosphere
 

on
 

the
 

proactive
 

change
 

behavior
 

is
 

positively
 

moderated
 

by
 

risk
 

aversion.
 

The
 

study
 

provides
 

useful
 

insigh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urrent
 

leaders
 

in
 

government
 

depar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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